
 

谁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观念“dialectic”译名讨论 ——以贺麟、张东荪为中心 

马永康／文 

“dialectic"，即现在所说的“辩证法”；它是中国知识界放眼看世界后从外国引入本土的一个
概念。从历史看，这一译名无疑是成功的。它已经融入国人平时的思维活动和言说习惯中，成为
最常用的概念之一。然而，在它被译介入本国时，并不是一片叫好声，其中亦不乏杂音：贺麟主
张译为“矛盾法”，张东荪则前期主张译为“辨演法”，后来译为“对演法”。但由于特定的历
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杂音被过滤，消弥于急迫的现实中。随着境况的转移，时势的不同，重新聆
听这些音符，并进行认真的打量，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一、对“辩证法”译名的异议 
“辩证”和很多现行通用的词一样，是直接从日语中转译过来的。从日奉转译，无疑是近代中国
译介西方著作的一个方便途径。当时的中国因闭关锁国而自我封闭，与西方国家差距甚大。要跟
上西方发展的步伐，要重振中国，必须了解西方，因而译介的任务极其迫切。而日本对西方的开
放比中国先行一步，由于其地缘因素，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同质，便于进行▲译。这种▲译，势必
引进大量的日本名词。王国维曾分析遵从日本译名的优点：“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
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
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扦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此二难，
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① 
王国维对倡导用日译名词的作用有多大，可能一时还难以估计。但是，“辨证”译名是否贴切，
却是有争议的。在日语中，“辩证”一词其意义为“弁别L考证■◆◇”，②意即为辩别与考
证，与中文的字面意思一致。对于这种译法，至少在瞿秋白那里遭到了质疑。瞿曾留学苏联，是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功臣。他在1924年就将“dialec- tic”译为“互辩法”，③明
显不满于日译。其理据可以从同时代人的评述中得出：“辩证法这个名词是从‘第亚力克谛’
(dialectic)这个外国文译过来的。‘第亚力克谛’是古希腊文，原是‘辩论术’，即互相辩论
可用何术屈服对方之意(所以瞿秋白主张译为互辩法)。”④而更早对“辩证”译名提出异议的可
能是张东荪。张在“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⑤，连其反对者都赞成这一点。他在
《新哲学论丛》中提到：“黑格尔的辨演法(dialectics旧译辩证法很不切)就是以为甲必有待于
非甲；于是由正而反，由反而合，乃演化出来。”⑥和瞿秋白不同，瞿后来并没有重提译名一
事，而张将译名稍稍改造，在30年代继续重提译名问题，其所据的理由一样，下文再及。 
然而，这次译名的异议并没有引起注意，或者是由于当时知识界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唯物史
观以及两大西方哲人的访华。1927年后，“唯物辩证法风糜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22年来的哲
学思潮史中前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任何顽固的旧学者，只要不是
甘心没落，都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的典籍……”⑦。这段评价虽有夸大的嫌疑，但辩证法
成为时髦却是事实。但是，在辩证法的极盛时代，对“辩证”译名的讨论几乎没有，这显然与中
国的致用思维有关。 
到了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深入研究其中学理提上了日程；同时，在传播过程
中，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者内部出现了分歧。正确深入了解辩证法刻不容缓。然而就文本而言，马
恩关于辩证法的说明不多，但马恩曾自述是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黑格尔哲学在马恩的带动
下，在经历子十多年的冷清之后，终于出现了小小的热潮。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曾得益于黑格尔不
少，那么马克思已经十倍奉还于黑格尔。新视野的出现，消解了原有的惯性，给译界注入了新的
生机，讨论“辩证”译名的文本多起来。首先是留欧的贺麟。他在 30年代将其译为“矛盾思辨
法”⑧，在稍后的《<黑格尔学述>译序》中，明确提出反对“辩证法”的译法，主张用“矛盾”
译“dialektik”。⑨另一提出异议的是张东荪，他一直批评“辩证”译法，主张译为“对演
法”。⑩两人的讨论是从黑格尔哲学入手的，共有着同一个平台，而且背后有着自己的翻译根
据。 
二、各自的学理 
贺麟和张东荪对“辩证”译名的批评，虽然共有着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一个讨论平台，但其切入



点非常不同。 
贺麟在《<黑格尔学述>译序》中说： 
“……就是黑格尔的Dialektik或Dialektische Methode既是指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及
意识生活之矛盾分析等，则其含义与普通所谓‘辩证’实显然隔得很远。若依日本人之译西文之
Di- alektik为‘辩证法’实在文不对题，令人英明其妙。即译普通逻辑哲学家用以驳倒对方之
dialec- tics——即译近于诡辩而实非诡辩的矛盾辩难法为‘辩证法’，虽勉强讲得通，但亦欠
确当；因为‘证’字含有积极地用实验以证明一个假设，或用几何推论以证明一个命题之意，而
矛盾辩难法的妙用只是消极地寻疵抵隙，指出对方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不一定要证
明一个命题或假设。所以我将Dialektik一字统译为：‘矛盾法’，而可以通贯适合于各种不同
的用法：如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矛盾的辩难法，矛盾的分析，矛盾的进展或历程，先
天的矛盾(或先验的矛盾，如理性偏要发宇宙起源的疑问，但又不能回答)，矛盾的境况(凡两难
的境况就算是矛盾境况，如狼之与狈，如既不乐生又复畏死的境况等)等等。……而且我们试探
一下黑格尔的生活与性格，则知他自幼即喜欢注意矛盾的现象。如他在日记中常记载些‘年青之
时，想吃不得吃；年老之时，有吃不想吃’。和‘晚间应各自回去睡觉，白天再来观看星宿，等
矛盾趣谈，便是好例。所以他后来在哲学上所用的方法便叫做矛盾法，实极自然的趋势。”(11)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贺的理由：从“证”字着眼，破“辩证”的译法行不通，“证”是积极
的，而“dialectic”是消极的；从译文的一贯性来强调“矛盾”译法的优势，希望在各家各种
不同用法中取得全面合理的平衡；从黑格尔的生活与性格来论证“矛盾”译名的可行性，则又过
分强调个体性，与其一贯性的主张存在着潜在的紧张。贺所拈出的“矛盾”一词，是本土词汇， 
由韩非的寓言衍生而来。实际上，从词义来看，本土的矛盾与“dialec- tic”相去甚远：矛盾
只有一矛一盾两个方面；而黑格尔的dialectic其重要创见则在于矛和盾外的第三个维度。要解
构固有的看法而重建新的意义，一般而言其成功率与词语的使用、熟悉程度成反比，这反倒不如
建构陌生的“辩证”一词来得容易。另外，“矛盾”一词将同时对应两个不同的外来词： 
dialectic和contradiction，这两个词在哲学上似乎有着不同的意思，且意思有相对之处，译为
中文时如何区分?可见，“矛盾”译法并不见得比“辩证”译法更高明。当时就有人指出“中文
矛盾两字，只有两相敌对的意思，绳之以黑格尔之dialectic，似最多能与‘正’‘反’相比
附，而毫无‘合’的含意。‘合’在黑格尔之dialectic中最重要，绝不该抛弃。并且译为矛盾
法还很容易和另外逻辑上的‘矛盾律’相混淆。”(12)贺的译法，似乎没有其想象中的奸。但或
许，醉翁之意不在酒。 
与贺强调一贯性相反，张东荪更看重个体性和差异性。他不辞劳苦地从dialectic的演变着手，
通过分析各个哲学家运用此概念的具体意义，点出其通译的困难，得出“并且就各家所主张的内
容而言，这个字译为‘辩证法’便有许多地方不得其宜。严幼陵先生主张一字数译，即完全看他
的意义而变。现在的人们实在太忽视这一点了。我亦主张译外国名词随其涵义而不同。”(13)因
而他按着黑格尔的用法，将其译为“对演”。无论是他五四时译的“辨演”还是以后的“对
演”，都对“演”字进行强调，这显然基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认为黑格尔的dialectic是
一个历程、一种“动的逻辑”。这一译法集中于黑格尔的个性，而过滤掉了其他人的用法，诸如
柏拉图偏重于辩的用法。就黑格尔的用法而言，确乎比上面几种译法都好，更贴切。“因为
‘对’足以概括opposites即‘正’与‘反’。‘演’足以概括‘变动’(becommg)；既有‘变
动’，于是有综合(synthesis)。比如拿‘有’(bemg)来说吧，先有个‘有’，同时又得到
‘无’(nothing)，由‘有’到‘无’，由‘无’到‘有’，于是立刻又演绎出‘变动’。即
‘有’、‘无’、‘正’、‘反’的综合。”(14)概念的演变其实也是文化的积淀。同一概念符
号，随着历史的变迁，负载着历史赋予的不同意义。对于异质的文化来说，如何将这种层积的历
史意义尽可能地对译出来，这是翻译必然面对的难题。张在这里提出了这一问题，主张译法具体
到每一个人。这样，必然使得在原来文化中本来是同一的词，翻译后变成不同的词，造成阅读时
出现理解的不连贯，将原本有着关联的词从文化中硬剥出来之感。 
贺、张依据的都是黑格尔哲学，都从黑格尔 dialectic的内容出发，明显异于瞿“互辩”对
“di- alectic”形式的看重，并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据。但是，一个主张译名的一贯性，一
个主张译名的具体性；一个从共时性出发，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以通用于所有的用法，一个从历
时态出发，要求具体的切合。 
不管优劣如何，两种努力在当时都有相同的命运：没有得到重视。贺在后来不再坚持“矛盾”译
名，显出其机智；而张几次提到译名问题，被认为罗嗦。下面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
态：“本来咬文嚼字是非常空虚无聊的事，张东荪教授反对将Dialectic译作辩证法，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我们应用名词，要紧的是内容的把握，而不是一个名词的形式。形而上学者张东荪
不问内容而单看重形式，是他的方法论使然，这倒不能深责他这个人。”①当然，作出这样的判
断是有多种因素的，一是中国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过多地讨论这些似乎不关紧要的译名问题，一是
传统的实用理性作怪，一是张对译名的紧咬不舍，显然不纯是出于讨论学术问题的动机。 
三、背后的原因 
要人相信或接受某个概念、价值或理论等，需要以普遍性张目，这样才能推广出去，让人信服，



这就要求必须具有学理的支撑；然而，每个有意识的行为，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促使行为者选
择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就翻译而沦，按照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说法，翻译过程是翻译者和被翻译文
本间的“视界融合”过程。因而，翻译者的行为动机、文化传统，通过被翻译文本，集中地体现
于翻译出来的文本中。探究背后的原因，或许更能理解译者当时的“所想”。 
就贺而言，“矛盾”译法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黑格尔学述>译序》中，他直接提出从事
翻译的三条原则：(一)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二)作文应打破文言白话的界限，而以理明辞达情抒意宣为归； 
(三)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16) 
因为要履行这三条原则，所以书中有“不少的不中不西亦新亦旧的材料和名词”。这是对诸如
“矛盾”这种打破中西新旧译法的正面阐述。讲到西方学者生硬造词译太极这一中国概念时，则
是对翻译原则的反面论述：“他们(指西方学者——引者注)只知道生硬地去新造些名词来译太
极，而忘记了在西洋形而上学上去找现成的且含义相同的名词以译之，所以未采取Absolute一
字。”(17)从一正一反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贺非常强调从本土哲学中寻找相应的译名对译外来的
哲学，这并不是偶然的。紧接在一正一反的意见后，他终于亮出了底牌： 
“此外我还有一点微意，就是我认为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
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译名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寻得在
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
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同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作法；同时
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
自铸以译西名，但须极谨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
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这倒并不是在学术上来讲狭义的爱国反日，实因日本翻译家大都缺
乏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字学与中国哲学吏的工夫，其译名往往生硬笨拙，搬到中文里来，遂使中
国旧哲学与西洋的哲学中无连续贯通性，令人感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好象完全是两回事，无可
融汇之点一样。”(18) 
贺和王国维对日本译名的评价正相反，颇可玩味。贺的批评点在于日本译名由于缺乏中国文字学
基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有将中西哲学分割成两段的弊病，使得中西哲学失去其互通的可能性，
即失去了“中国化”的可能性，因而强调要慎取。 
这种慎取反映下贺想将中西哲学融汇贯通的企图。哲学概念是哲学的灵魂。在传统中寻找适当的
译名，无非是寻找适当的契合点，以便合理有效地连结两者，打通哲学的地域界限区分。其根据
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其直接外在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积弱。因而，“翻译的意义
和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就要让世界进入中国。为
中华文化灌输新的精华，使外来学术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移译、融化西学，这乃是中华民
族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19)贺后来走的学术救国之路，所创造出来的新心学体系无疑
都是这一策略践行的最好明证。而当新中国成立后，贺对译名的看法发生了转变(20)，从强调译
名的本土化转为精确性。这更显出前期的用意和时代的要求的紧密相连，因为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变了。 
贺后来不再提起“矛盾”译法，毕竟知大潮不可逆，况且当时的要务不在此。而张东荪则是另一
种姿态。在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论战中，紧揪住“辩证”译名不放。他所著的书，对“辩证”译名
从来就没有停止批评。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两文中更不厌其烦
地大谈辩证法的历史。然而，这并不能赚来半点的赞赏，反倒被认为是“对于问题的讨论，也完
全没有必要”，甚至于是“罗嗦”而别有企图等。张可能真是另有所图。但是，说“一方面他是
企图从这不关紧要的方面，来避开对唯物辩证法正面的触摸，因而想抹煞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
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一切唯心论的辩证法混合起来”(21)，这似乎误读了张：
张在这两篇文章中并没有正面避开辩证法，只不过他曲解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意义；同时，他
不是要混淆历史上所有的辩证法，相反，他试图把每个哲学家使用的辩证法含义进行区分，从而
主张为各人订做不同的译法，“照其字的异义而异译”。 
或许，从两个不同的译名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端倪。张所强调的是“演”字，显然与他的理解
有关。张佛泉曾经解释道：“黑格尔之dialectic method，以有 becoming为最要。黑格尔将
becoming引入逻辑，是逻辑史上最大的改革，所以在译dialectic时，becom- ing的意思绝不能
忘掉。我说张东荪先生译为对演法比较着妥洽得多，也就是这个原故。”(22)张佛泉的理解无疑
切合张东荪的想法。因为在张东荪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历程，而不是辩证方法。“所以
黑格尔的‘辩证历程’是表现：理性的自身发展’。就是说理性如何自己在那里动。而这个理性
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理性既在本体论上则非论理学上所谓的‘思想’了。所以学者无不公
认黑格尔的名学就是形而上学。换言之，他的名学绝对不可当作方法学来看。因为普通论理学大
部分就是方法学。他的名学既不是方法学，则他的辩证法便不是思想上的方法。””而马克思不
是“一个哲学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便是把思想上的辩证法变为事实上的辩证历程”
(24)，歪曲了黑格尔，因而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社会是行不通的。三番几次讨论“对演
法”的译名，张寄望于突显黑格尔辩证法的历程性质，使人注意两者的所谓差别，以便实现他攻



击马克思的企图。在其《<唯物辩证法论战>弃言》中，他声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
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者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
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反对共
产主义。”(25)他所指的“赤色哲学”无疑就是马克思哲学。可是，这一策略无疑是失败之作。
当时众人关心的是如何自强，主要是实践问题，注重的是好不好用，根本没人关心译名的事，反
倒授人以柄。 
四、余论 
从上可见，辩证法的译名是与中国传统的致用思维紧密相连的。而求致用，则不可避免地卷入对
现实的估计。当时的现实不容许花太多的时间对译名进行订正，关键的是内容，而不是细枝末
节，毕竟在那个时代更需要注重用的效果。因而，在初传时几乎没人质疑“辩证”译名的适合与
否。而当贺、张好不容易寻找到黑格尔作为讨论的平台，带着自身的目的切入这一问题时，却缺
乏必要的响应。 
然而，辩证的译法和很多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名词一样，与传统的连续一贯相比，确乎显得有点生
硬而突兀。事实上，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辩证连用，但其意义与字面意义一样。似乎当时的国人并
没有留意”。另外，卫三畏(S．WallsWilliams)编著的英华辞典《英华韵府历阶》，英语名为
ENGLISHANDCHI— NESE VOCABULARy，1844年在澳门出版，其中用辩证对译DISPROVE。汉语的字
面意思与现代相差无几。(27)因而，就字面而言，辩证的译法不是最好的，至少不比张的“对
演”好。显然，张的译法更符合中国的传统用法。但是，由于张的立场，这是不可能为当时人所
接受的。国人惯于将言行一致作为评价的准绳，而不是进行恰当的分离。这种知行合一，又由于
传统的学仕传统，便常常与政治挂在一起，故而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当然，“物谓之而然”。但是，好的译名能使人透过符号猜知其意义，只需你具有相应的传统文
化知识。而不好的译名，由于符号与意义的脱节，无法从字面猜测内容，只能在传统外进行重
构。更有甚者，会导致误解的出现。因而，译名似乎就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小事。 
但是，和很多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名词一样，辩证法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传统中的一部分，参
与并塑造着未来的中国文化，现在再对其更改确乎没有必要。但是，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翻
译将越来越多，面对译名，至少应该谨慎，免去社会的干扰，进行独立的讨论。或许，其意义就
在于此。 
注 释 
①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② 《新版日汉词典》，中国商务印书馆·日本小学馆发行，北京，1991年。 
③ 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写道：“唯心论的最高点已经探悉人类的观念之流变的公律(互辩
律，旧译辩证法，Dialedtique——‘正反相成，矛盾互变’)”(第 939页)。书中将“辩证的”
称为“互辩的”。参见《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在 1924年发表的《李宁
与社会主义》亦提到“相反相成的互辩律”，载钟离蒙、杨风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
编》(第一集第一册)。 
④ 戈人：《大众新哲学》，第100页，天下书店，1939年。平生的《新哲学读本》(珠林书店
1939年十一月初版)第122，123页有同样的一段话。只是后者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何人，而笼统地
说“有入主张译为互辩法”。从两段引自不同作者同年出版的不同著作的相同解释中，我们有理
由相信这一说明。 
⑤ 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第14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⑥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第102页，商务印书馆， 1919年8月，初版，1934年3月国难后第
一版。 
⑦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载钟离蒙、杨风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吏资料汇
编》(第二集第一册)。 
⑧ 贺麟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中说：“黑格尔全系统的中坚是矛盾思辨法
(dialectical method)。”载于《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⑨ 贺鳞：《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⑩ 张东荪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等文章中都集中论述到。在1931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洋哲学史ABC》中，讲到黑格尔时，认为“他这种法则即是所谓‘对演
法’(dialectic旧译辩证法系袭取日本人，实在完全不通)。”  
(11)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学述>译序》，第652，6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  
(12) 张佛泉：《黑格尔之对演法与马克思之对演法》，载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九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13) 张东荪：《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里有着同样
的说明。均见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第二集第二册)》。  
(14) 同注(12)。  
(15) 艾思奇：《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载于钟离蒙、杨风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



料汇编(第二集第二册)》。  
(16)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学述>译序》，第6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一版。  
(17) 同上，第658页。  
(18) 同上，第662页。  
(19) 贺麟：《译名论集·序》，张岂之、周祖达主编《译名论集》  
(20) 在《译名论集·序》里，贺对译名表现得更为宽容，不再强调译名的中国化问题，而转向
准确性。这一转变在王思隽、李肃东著的《贺麟评传》的注释里提及，是颇有见地的。  
(21) 秀侠：《张东荪的哲学——对提出的“辩证法各种问题”的驳复》，载于钟离浆、杨风麟
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三册)》。  
(22) 张佛泉：《黑格尔之对演法与马克思之对演法》，载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九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23)张东荪：《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载于钟离蒙、杨风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
编(第二集第三册)》。  
(24) 同上。  
(25)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弃言》，载于钟离蒙、杨风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
汇编(第二集第三册)》。  
(26)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五·诗文托名)：“自赵松雪误为西山之作，世遂成论也。[宋太
史景濂]辩证甚悉。”此处已经有连用，但其意义为辨析考证，用言字作形旁，表明是用言语。  
(27) 转引自陈力卫：《从英华辞典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原学》第三辑，陈少峰主编，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8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霍桂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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